
怀念王永兴先生

阎步克

2008年9月15日， 王永兴先生在北京辞世。 又一位德高望重的史学宿
儒，告别了莘莘学子，这是令我们怅惘悲痛的。 王先生享年95岁，可称高
寿；他在学术史上留下了一份厚重的学术遗产，如《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
编校注》、《唐勾检制研究》、《陈门问学丛稿》、《敦煌经济文书导论》、《唐代
前期西北军事研究》、《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唐代前期军事史略论
稿》等。 “生也有涯，知也无涯”，不是所有人的有限一生都能如此的。
我初次见到王永兴先生，是在大学本科之时。1978年11月，王先生从山

西调到了北大历史系。 其时他已六十多岁了， 但对教学工作依然勤奋认
真，对学生的学习与培养非常投入。 记得有一次，王先生忽然走进了我们
在38楼的寝室，正在宿舍中闲聊的我们当时感到很意外。 王先生询问我们
上课与读书的情况，记得自己很拘谨，答得含含糊糊。 王先生是辽宁昌图
人，说话带有东北口音，把“读书”习惯地说成“念书”，而我也是从辽宁来
的，我的父辈也是那么说话的，加上王先生作为前辈学者的诚挚殷切，于
是让自己有了亲切温暖之感。
那会儿自己刚从社会进入大学不久，庶事陌生，除了听课，跟教授们

很少接触。王先生来宿舍，更多的是感觉意外。而今回想起来，王先生屡次
来学生宿舍鼓励指导学生学习， 就感叹不已了。 因为自己后来也做了老
师，可直到现在，也没能做到这点，没专门去学生宿舍考察学习，督促读
书。 很多人都听到过王先生引述陈寅恪先生的话：“学校给我薪水，我怎么

106



能不努力上课教书。 ”在后来跟王先生的交谈中，我也听到王先生说过这
事。他以陈寅恪为榜样，在教书育人上不吝精力心血，堪称师表。北大历史
系的《王永兴教授讣告》中有这样的叙述：“王永兴教授回到教学研究岗位
后，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教学之中。 ……认真准备每一门课，讲授详尽深
透，高屋建瓴。 而且在课堂以外，对每一个选修其课程的学生，都进行个别
辅导，耳提面命，诲人不倦。 通过这种严格的训练，言传身教，王先生培养
出一大批高水平的研究人才，他们现在大多成为高校及科研机构的骨干，
薪尽火传，桃李遍天下。 ”这段评价没有夸饰成份，不是套话，皆为实录。
当时王先生对我们的鼓励，一个是要好好念陈寅恪先生的书，一个是

要关注敦煌学，研究敦煌文书。 很惭愧，因小学五年级就遭遇了“文革”，因
而多年辍学的自己，当时非常浅陋，在初读大学历史系之时，居然不了解
陈寅恪是什么人。 当然， 随后逐渐知道了陈寅恪是一位了不起的史学大
师， 而王永兴先生是陈寅恪先生的弟子。 王先生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有
幸亲炙陈寅恪先生，学习研究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敦煌学，后来曾担任
陈寅恪先生的助手三年。 王先生要我们念的陈寅恪的书，我当时找来翻了
翻，觉得异常冷僻。 是后来到了研究生阶段，才去认真读的。
王永兴先生殷殷期望学生能献身敦煌学研究， 他表达了一个愿望：决

不能让“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情况继续下去了。 王先生要我们研
读敦煌文书的期望，自己也未能承命。 因为当年的自己散漫懒惰，害怕辛
苦，觉得敦煌文书像天书，望而生畏，没加入其中，错过了难得的学习机
会。现在从学术训练的角度回想，颇觉可惜。其他很多同学即投入其中，得
到了王先生手把手的教诲，一篇一篇、一句一句，甚至一字一字地讲解，受
到了良好的训练。 邓广铭先生在给我的同班学长邓小南的《宋代文官选任
制度诸层面》一书的序言中还特别提到，“照实说，她并不是在我的指引之
下而掌握了这一治学途径的。 王永兴教授所开课程是隋唐五代史，隋唐的
职官制度、 隋唐职官制度中的铨选制度， 属于王教授的重点讲授内容之
一，使听课者均深受其益”。
我选修过王永兴先生的隋唐史课。 课上，王先生往往会在黑板上大段

地抄写史料，然后逐段讲解，有时候，他还会就史料中的字词提问学生。 有
一次就提问到我，问的是什么叫“缉熙”。 当时我怎么答的，现在想不起来
了，当然是硬着头皮答的，而且可以肯定是答错了。 王先生纠正我，说“缉

学林漫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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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就是“光大”的意思。那好像是我在大学里唯一一次课上被提问。这样的
提问让学生感到压力，有了压力就得认真对待，按要求把该读的书读了，不
懂的东西就得去查、去寻找解释。现在在课上，我偶尔也会提问学生。后来
有学生告诉我，这让他们有点儿紧张，我就想起自己当年的情景。
后来跟王先生逐渐熟悉了。 在向他请教问题时，他随时引证陈寅恪先

生来回答， 而且一如既往地经常叮嘱我，“要好好念陈寅恪先生的书”。 王
永兴先生作为弟子，一生伏膺陈寅恪先生，继承其论点学说，遵循其路径
方法，宣讲其学术成绩。 自己刚从“文革”过来，“文革”时所受的教育，都是
鼓励青年人 “造反”、“反潮流”、“与传统观念决裂”， 对王先生这样恪守家
法、伏膺师说的执著态度，最初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 以后就逐渐认识到
了，博采众家是一境，自创一家是一境，恪守一家也是一境。 那种看似传统
的态度，也是学术传承、文化绵延的一种途径、一种方式。 中国历史上的很
多学术流派，就是这样薪火相传的。
读陈寅恪先生之书，不由得产生了若干感想，曾讲给王先生听。我觉得

陈寅恪不仅仅“考证”，主要是在“论史”，即不泥于饤饾考证，而是从大处着
眼，由小见大，以独到的眼光，勾稽重大政治线索，发掘重大政治问题，而清
人赵翼也略有此风。 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像“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王莽
时起兵者多称汉后”，“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之类，往往能以其独见启迪后
人。所以我有一个感觉，在“论史”的风格、手法与眼光上，或者说在“问题意
识”上，陈寅恪与赵翼有相承或相似之处，虽非陈先生刻意如此。 但王先生
并不赞成这个看法。 他告诉我，陈寅恪认为清代史学很卑下：“有清一代经
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清代经学发展过甚，所以转至史学之
不振也”。 王先生认为，陈寅恪先生的史学是上承司马光的，是司马光之后
的第一人。他举例说，王鸣盛认为王导“看似煌煌一代名臣，其实并无一事，
徒有门阀显荣，子孙官秩而已。 所谓翼戴中兴、称‘江左夷吾’者，吾不知其
何在也！”但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则云：“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统一
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
续延，不谓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论。 ”二者的高下是绝不相同的。 其实
王先生在其《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中已明确提出：“寅恪先生对宋代史
学与清代史学之比较评论如此，对宋贤史学评价极高，评清代史学地位则
甚卑下，则他究竟师法宋代史学还是清代史学，读者可以判明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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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林漫话

我学的是魏晋南北朝史，王永兴先生不是我的导师，见面机会不多，但
每逢见面，他总是给我以勉励，还要我注意身体。 王先生每次见到我的妻
子，也忘不了要叮嘱她，说阎步克身体单薄，要照顾好他。 长者对后辈的期
望与关怀，是我所难忘的。 在探望王先生的时候，他总会讲起陈寅恪的故
事，以及他自己曲折的人生经历和求学经历。 我有时想，我们这一代以上
的学人，与现在的青年学子很不相同。 现在的青年学人大多是从校门到校
门，从专业上说是治历史的，可是自己没有历史。 而我们这一代人，以及再
往上的人，却往往有自己个人的历史。 不过进一步说，这几代人之间也还
是不同的。 像我自己吧，就总也摆脱不了身上那股知青味儿，估计那知青
心态会伴随我一生。而王永兴先生那一代学者，很多人在经历了颠沛流离、
风云变幻之后，依然是醇正的学者气象，令人肃然起敬。
王先生后来搬到了燕北园，小小的三居室里，用品、摆设都很朴素，甚

至给人简陋之感。 床头、桌边都是书，局促的空间里书籍文稿触目皆是，没
有“享受生活”的物质气息，一看就是一位学者之家，念书就是一切，其他都
是多馀之物。 不知怎么的，心里就浮现出小学课文里读到的方志敏烈士的
话：“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
有一次王先生对我说：“我已经退休了，不教课了，国家还每月给我三千块
钱，真的很感谢国家。 ”这话引发了我的纷纭感慨。
王先生临终前的一段时间里，思维能力与记忆能力大大下降，有时候会

不认识来客是谁。 但这时候，他仍然有一个癖好，一个很多人不会有的特别
癖好：念《资治通鉴》。 当然，他已不能像先前那样思考钻研了，那不过是他毕
生生活习惯的一种自然延续而已。 我看着王先生半躺在床上，手捧《资治通
鉴》，很专注地念着，一页页、一行行地念下去，心神全被笼罩在书里面，显然
从中得到了很大乐趣。 当时我就想，就算王先生已不能充分了解他所念的是
什么了，但他一定从中感受到了心灵的安宁，感受到了生存的意义，感受到
了一位毕生以“念书”为务的学人生命的继续。 当年陈寅恪先生要求他研读
《资治通鉴》，他也曾为陈先生朗读《资治通鉴》；后来他指导学生念《资治通
鉴》；在临终的时候，他又以念《资治通鉴》送走了人生的最后时光。

《庄子》有言：“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在写
完这篇短文之时，再次为王永兴先生祈祝冥福，愿先生安息！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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